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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繁荣与美好生活：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政策

创新发展的理论思考

熊跃根 吴富兰*

摘　要　对现代社会来说，国家的繁荣与公民的富足生活是核心发展目

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重

大的影响。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如何从发达国家的共

享繁荣实践中加强政策学习，从政策教训中避免误区，并在深入总结自身的社

会政策改革经验基础上探究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

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本文试图从经验与理论两个层面，论述中国式现代化背

景下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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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长久的历史长河中， 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 是现代国家的核心

目标。 而现代国家实现繁荣的重要结果， 则是帮助作为国家主体的公众实

现美好生活的夙愿。 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阐述国家繁荣与美好生活的内在

联系， 并结合大变革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变革与作为一个转型国家

的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实践经验， 从理论上探究中国未来社会政策的创新

发展。
过去 40 多年来，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中国通过卓有成效的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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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 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企业经营权和产权制度革

新以及社会领域的诸多改革， 在促进国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两个主要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 Gao， Yang & Zhai，
2019； Liu et al. ， 2020）。 进入 21 世纪后， 伴随 2001 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 （WTO）， 中国也快速进入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既是一种以资本和技术

推动的经济过程， 也是一种国家权力主导的政治过程。 作为一种重要的政

治、 经济和文化力量， 全球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

型国家，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际劳工组织的积极推动下， 起源于欧

洲的社会保障或社会保护制度进一步扩散至全球， 并构成了今天我们熟知

的现代福利国家的核心。 在当下， 全球几乎所有国家， 即使是最贫穷的国

家， 也都建立了某种程度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实施了相应的社会政策

（Schmitt et al. ， 2015）。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新自由主义浪潮在世界

范围内的兴起， “华盛顿共识” 成为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政策范

式， 也深刻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政策。 但与此同时， 全球南

方部分地区也受到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的影响， 其社会保护政策范围

日趋扩大 （Harris & Scully， 2015）。 很显然， 在过去 30 多年里， 作为经济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中国也受到这一进程的全方位的深远影响。 中

国不仅受益于经济全球化———提升了经济实力， 提升了技术与管理水平，
促进了就业并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也深受全球化进程中不可

预见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风险的影响。 尤其是近十年来， 全球化进程明显

受到西方国家极化政治和由民粹主义引发的社会运动的双重影响， 一些国

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技术出口及转让限制等措施， 严重损害了全

球贸易体系中的互惠、 公平与公正的基本原则， 破坏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一

般议事与问题处置的规则， 严重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利益与经济发展环境。 基于此， 中国应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进一步通过自

主发展增强自主性， 通过改革和创新来提升制度发展的潜力。 在社会发展

领域，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 中国社会政策创新之路有很大的探

索空间。
回首过去， 可以说， 社会政策的兴起与创新发展由来已久。 在欧洲，

18 ～ 19 世纪兴起的工业革命， 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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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的形成。 然而， 在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则和国家干预的情形下，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以来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发展， 一方面使工人阶级贫

困化的处境未能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来自市民社会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又在

不断增多， 嵌入社会的市场与基于强制的国家权力系统出现了裂痕， 经济

转型催生了社会领域的制度变革， 其典型案例就是济贫法的改革导致的社

会后果， 引发了深远的社会变革 （波兰尼， 2017）。 而自 21 世纪以来， 无

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转型都在

呼唤社会政策创新 （ Sherraden， Slosar， and Sherraden， 2002； Mkandawire，
2007）。

在一个大变革、 大调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新时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任务和战略，
也是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的途径。 新冠疫情，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生重

大转折的一个分水岭。 疫情结束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在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后， 中国提出了在 21 世纪中期前后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目标和蓝图， 这一重大的社会工程不仅是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

平要迈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而且在政治文明、 经济高质量发展、 社会治理

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所有方面， 都要实现国家能力的实质性的跃升。 中国

要实现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目标， 必须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而共同

富裕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与社会发展责任的共担。 基于此， 如

何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不断繁荣发展的基础上， 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

提高， 从本质上提高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内

容。 时代如滔滔江水， 促进人类发展的思想与行动不进则退。 作为一种基

于工业化早期的社会问题， 用于回应贫困、 失业和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安排，

无论是贝弗里奇式的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 还是俾斯麦的社会保险体制，

到今天都无法有效回应变化的社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挑战。 如果社

会政策不能从现实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出发， 创造性地发展出更新的体

制和制定更为符合人类发展需求的社会政策， 一个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很可

能变成昙花一现的幻象。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富有预见性地提出， 一

个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发展， 增进穷人的福祉应与提高广大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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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教育、 医疗和生活水平） 紧密联系在一起， 是国家发展过程中

“能动性” 和促进社会平等的关键所在 （森， 2008： 42 ～ 47）。 作为 20 世纪

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凯恩斯曾批判性地指出， 与既得利益的侵

蚀所造成的影响相比， 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远远被低估了 （凯恩斯， 1999：

397）。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繁荣发展与富强， 本质上在于制度变迁。 新制度

主义经济学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思明确指出， 作为 “社会的游戏规则”， 包

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价值就是促使经济发展过程中交易成本不断减

少， 进而实现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均衡 （诺思， 1992）。 美国经济史学家

乔尔·莫克尔在书中开篇就提出， 在欧洲工业化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经济

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相信什么 （莫克尔， 2020： 1）。 在一个变迁

的时代背景下，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国家的稳定繁荣与发展， 制度的形成

与影响是关键因素，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获得者的研究成果， 进一步

回应并深化了诺思早期的观点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Acemoglu and
Johnson， 2023）。

在现代社会， 国家的繁荣， 是人民大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和保证。

同时，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 一个国家的财富积累与分配， 尤其是经济政

策与社会政策的实践，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与个人的命运。 作为促进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核心手段， 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 就是通过加

强社会保护提升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水平， 同时通过普惠的社会服务提

高全体公民的生活质量， 并试图以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来回应有需要

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建构一种和谐有序的国际-社会关系。 从这个意义

上说， 国家治理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治理， 而社会治理必须通过社会政策

的实施来完成， 因此， 社会政策在任何时候， 都不仅仅表现为一项社会工

程， 更是一项政治工程。 本文论述的宗旨就是从理论上探究， 社会政策与

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与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在联系， 具体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以

下几方面。 第一， 从政策学习的视角来看， 发达国家共享繁荣的体制和社

会政策实践对当下中国有何意义。 第二， 作为一项核心的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的社会救助政策在大变革背景下的主要历程与实践经验是什么。 深入

理解这一点， 是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的基础。 第三， 从理

论上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与美好生活实现的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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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创新发展。
现代国家的发展目标的核心在于制度发展， 而制度发展离不开福利体

制的构建与社会政策的发展。 因此，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目标的实现， 不

仅仅是经济目标的实现， 更是社会制度的本质超越， 实现建设一个持久稳

定、 和平与繁荣的国家， 确保公众生活在普遍实现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

自由和有效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最终实现作为公民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繁

荣发展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
　
发达国家福利体制背景下共享繁荣与社会政策的

变革及发展：域外经验与教训

福利国家是二战结束后福利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普遍产物， 也是工业

化发达国家的一种相似的制度安排。 从 20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 福

利国家体制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岁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进入危机

与改革并存的时代。 而全球化作为一个新的发展进程， 对福利国家体制产

生了诸多影响。 福利国家与全球化能否共存， 长期以来是一个颇具争议性

的问题 （ Brady， Seeleib-Kaiser， and Beckfield， 2005； Nooruddin and Sim-

mons， 2009； Kauder and Potrafke， 2015）。 在实践中， 对诸多发达国家而

言， 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体制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 尤其是高水平的福利

国家如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对诸多发达福利国家来说， 无疑是一个现实

的和根本性的挑战。 对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而言， 全球化本身既带来机

遇， 也带来一定的挑战， 机遇是更加开放的市场、 技术和广泛存在的国际

合作， 而挑战意味着国际劳动者工资标准、 社会保障制度规则无疑对一国

的社会政策与制度安排产生了很多制约。 面对诸多的挑战与内部风险， 发

达福利国家试图通过采取强化社会投资的策略来增强其经济发展效能， 同

时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绩效， 摆脱福利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制度困境和

政治障碍 （Yeates， 2002； Ferrera， 2009）。

1. 人力资本投资

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 随后欧洲尤其是欧元区面临金融和债务危

机， 全球资本主义正逐步陷入一种系统性的危机与调整阶段， 并由此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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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种社会运动与后果， 包括从 “占领华尔街” 运动到全球结构性失业与

贫穷风险不断增加。 这个危机的具体表现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劳动

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 中产阶层薪资所得长期停滞、 制造业劳

动者工作机会减少、 通货膨胀造成薪资所得者痛苦指数上升、 劳动市场弹

性化造成就业不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民主与资本主义两个原本矛盾

的元素透过福利国家的安排取得了既难得又巧妙的结合， 不过， 这个巧妙

的结合在 90 年代后被强调市场化与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逐渐瓦解。 现在，

发达国家正在品尝这个瓦解后的苦果。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 尤其是伴

随亚洲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金融危机的出现， 不少国家出现了

规模性的青年人失业、 社会不平等 （收入差距） 扩大。 同时， 人口转变进

程不断加快， 老龄化加深， 出生率过低， 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 经

济波动导致政府财政紧缩等一系列问题， 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与政策应对

机制已经无法面对新的社会风险。 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策略， 90 年代自新自由

主义背景下英美福利改革开始， 增强福利接受者的能动性和建立社会投资型

福利成为世界先进福利国家福利改革的一种主流范式和政策实践 （Midgley，

1999； Smyth and Deeming， 2016； 房莉杰， 2019； Bakker and Van Vliet， 2022）。
社会投资 （social investment） 理念重视对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投资，

初期教育与就业方面的社会政策受到重视， 旨在增强人们当前和未来的能

力， 以便更好地开展社会经济活动， 以市场的手段促进生活质量的提升，

但是近期逐渐重视社会组织、 社会企业及直接了解民众的需求更甚于填写

申请表。 因此， 社会投资被用于因应日益严重的青年失业、 不稳定就业、
单亲议题、 家庭与工作难以兼顾等各种新的风险； 希望能将传统的福利支

出重点 （例如， 过去仅是单纯给予失业者救济金的被动性思维） 转变成能

帮助失业者面向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 以创造、 动员、 保障工作者能

力、 就业技能等作为劳动政策的积极目标。 社会投资理念倡导必须从过去

修补 （repair） 的福利制度转为准备 （prepare） 的福利制度， 将消费性的福

利制度转为生产性的福利制度， 强调投入人力资本， 形成积极劳动力市场

（Active Labor Market， ALM） 的推动力。 近二十多年来， 主要的欧洲国家如

德国、 法国、 荷兰等， 着力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较多聚焦儿童早期

教育和照顾 （ Early Child Education and Care， ECEC）、 工作与家庭平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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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积极就业市场政策 （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ALMPs）， 国家财政

在劳动力市场、 家庭照顾等领域进行更多的投入， 并重视培训当前市场所

需要的认知技能和社会行为技能， 以便因应快速变迁的社会对于人力照顾

的需求。 特别是在经历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福利永久紧缩之后， 社会投

资变成一个政府敢于花大钱的政策项目。

失业是全球范围内令人极为关注的一大社会问题， 失业人员的增加无

疑也是人力资本的一种浪费。 许多欧洲国家目前一方面面临长期居高不下

的失业率， 另一方面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是灾难性

的青年失业率。 自 2020 年起， 在全球新冠疫情和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双重压

力下， 这一长期性的结构问题更加恶化， 全球劳动力市场受到前所未有的

挑战。 全球范围内， 失业人数由 2000 年的 1. 61 亿人增加至 2019 年的 1. 87
亿人， 2023 年已超 2 亿人 （ILO， 2001、 2021、 2023）。 疫情导致就业波动，

而技术的快速进步早已开始淘汰部分劳动力， 新冠疫情对人力资本和未来

生产力造成的创伤如得不到果断医治， 就有可能成为永久性创伤。 这意味

着各国不仅需要建立强大的就业市场， 而且应鼓励就业者学习新的技能，

以便日后寻找新的工作岗位。 在此背景下， 发达国家将政策调整的目标定

位为提高就业市场的效率， 进一步激活生产性资源， 尤其是强调对人力资

本的充分利用， 相应的政策改革领域涵盖教育、 技术培训、 资质审查， 以

及就业制度等诸多方面。 总体而言， 发达国家人力投资的政策改革主要体

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 政府积极拓展技能认证的取得途径， 如新西兰

政府认可除学历以外的技能认证； 第二， 开展职业定向培训； 第三， 政府

牵线搭桥， 帮助失业者寻找工作， 尤其是建设网络人才平台； 第四， 新定

义灵活就业， 如美国联邦政府出台的 “抗疫失业救助” 将司机、 技术合同

工、 家政清洁工等原本无法获得失业补助的岗位的人员纳入救助范围之中；

第五， 增设相关基础设施， 提高就业群体适应性， 如英国 “千兆位” 的基

础设施项目和美国涵盖 650 亿元的宽带拓宽计划； 第六， 推动高等教育迈向

终身教育， 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积极为校友提供在职学历、 模块化证书课程、

管理人才发展等继续教育项目。 后疫情时代， 由于经济结构和数字转型加

速， 对技能培训、 再培训和技能升级的需求更加强烈， 尤其是在受影响较

严重的行业。 主要发达国家均在采取综合措施 （包括财政复苏措施、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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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保护） 以应对全球危机对个体生活和劳动

机会的影响， 促进终身学习和全民优质教育， 以及技能再培训和技能升级。

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 发达国家将社会投资当作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
广泛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 在福祉改善与政策回报上产生了相应的效

果 （Hemerijck， Ronchi， & Plavgo， 2023）。 尽管如此， 研究者提出作为一

种主导的政策范式， 尤其是从保护脆弱人群利益的角度出发， 社会投资战

略依然存在明显的缺点， 决策者应充分认识到上述政策在实践中的张力与

冲突 （Cantillon and Van Lancker， 2013）。

2. 退休年龄延长

养老金改革无疑是 21 世纪较大的挑战之一 （ Ebbinghaus and Möhring，

2022）。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 发达国家相继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

老龄化与少子化、 财政可持续性危机、 全球性挑战等难题， 现收现付制公

共养老金制度压力重重， 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给付压力增大成为一个显著

的社会问题。 这也促使经合组织 （ OECD） 国家积极探索应对策略，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掀起了一波养老金改革浪潮， 各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进行了多

次改革并持续至今。 其中， 在人均预期寿命和健康水平提高的有利条件下，
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因兼具有效减支和增收的双重功能受到决策者的青睐，

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政策选择 （Larsen and Pedersen， 2017； Komp， 2018），
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全面推广。

从政策实践层面， 发达国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是延迟退休年龄， 其主要目的是延长老年人工作的时间， 在老龄化背景

下促进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二是延迟领取退休金年龄， 其目的是推迟老年

人领取养老金的时间， 保障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性。 根据经合组织

（OECD） 发布的 《2023 年养老金概览报告》， 近年来， 发达国家加快了延

迟退休政策的步伐。 具体来看， 美国自 2003 年开始分两个阶段延长退休年

龄， 2003 年至 2009 年为第一阶段， 2021 年至 2027 年为第二阶段， 两个阶

段内每年延长退休年龄两个月， 2027 年男女退休年龄将延长至 67 岁； 德国

法定退休年龄自 2012 年开始以月为单位逐年递增， 2029 年将提高至 67 岁；

英国政府 2022 年 10 月表态考虑最快将于 2035 年把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

提高到 68 岁； 法国政府 2023 年 1 月公布退休制度改革方案， 计划 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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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将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 62 岁逐步提高至 64 岁， 并承诺将提高最低养老

金标准， 且同时规定自 2027 年起， 退休人员只有在缴纳社会分摊金累计达

到 43 年的情况下， 方可领取全额养老金； 瑞典政府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退休制度改革， 内容包括提高缴费养老金的最低退休年龄， 提高非缴费

养老金和补充福利的退休年龄， 以及提高就业保护的终止年龄 （ OECD，
2023a）。 总体而言， 《2023 年养老金概览报告》 显示， 截至 2023 年底， 在

38 个经合组织 （OECD） 成员国中， 已有 23 个国家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
经合组织 （OECD） 国家目前正常退休年龄的范围在 62 岁至 67 岁之间。 根

据已经立法的措施， 经合组织 （ OECD） 国家在 2022 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男性的平均正常退休年龄将增加两年， 达到 66. 3 岁 （OECD， 2023a）。
综合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 各国的延迟退休基本上采用循序渐进的政

策节奏。 从政策研究、 政策出台到政策实施， 均设置了较长过渡期， 以尽

量减少改革对于劳动力市场、 经济增长、 养老金收支等方面造成的冲击，
更易于使民众接受。 除规定法定退休年龄外， 各国普遍规定弹性退休年龄

区间， 设定提前退休年龄及延迟退休年龄， 形成退休年龄窗口期。 在弹性

自愿原则的基础上， 为了抑制提前退休、 鼓励延迟退休， 特别是充分挖掘

低龄老年群体劳动潜力， 各国同时建立了提前退休的惩罚和延迟退休的奖

励机制①， 即 “早减晚增” 且 “增多减少” 的弹性养老金计发办法， 将退

休年龄与养老金待遇高度挂钩 （彭希哲、 宋靓珺， 2021）。 例如， 日本的弹

性退休政策规定， 法定退休年龄为 64 周岁， 最低退休年龄为 60 周岁， 最晚

退休年龄为 75 周岁， 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自愿退休者每提前一年养老金减

发 6%， 相反， 每延迟一年退休养老金增发 8. 4% 。

表 1 部分 OECD 及 G20 国家弹性退休相关政策规定 （截至 2024 年）

国家

提前退休 法定退休 延迟退休

最低退休

年龄 （岁）
养老金扣除

（%）
法定退休

年龄 （岁）
最晚退休

年龄 （岁）
养老金奖励

（%）

退休资格条件

美国 62 5～ 6. 7 66. 83 70 8. 0 最低缴费年限满 10 年

英国 57 — 66 67 5. 8 最低缴费年限满 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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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定退休年龄， 即劳动者正常情况下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 最早退休年龄， 即劳动

者可以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 最晚退休年龄， 即劳动者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最晚年龄。



续表

国家

提前退休 法定退休 延迟退休

最低退休

年龄 （岁）
养老金扣除

（%）
法定退休

年龄 （岁）
最晚退休

年龄 （岁）
养老金奖励

（%）

退休资格条件

德国 63 3. 6 66 67 6. 0
最低缴费年限满 35 年

且每月工作收入不超过

525 欧元

法国 55 5. 0 62. 25 66 5. 0 工作年限满 43 年

日本 60 6. 0 64 75 8. 4 最低缴费年限满 10 年

韩国 57 6. 0 60 65 7. 2 最低缴费年限满 10 年

  资料来源： OECD， 2023a。

近年来， 法国政府启动的退休制度改革在政坛和社会发酵。 养老金改

革消息一经放出， 立马引发了全法国的社会风暴。 工会罢工， 骚乱不断，
如何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个人福祉， 成为激烈辩论的社会议题。 事实

上，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实施顺利的国家， 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设计与实

施中尤为重视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性政策， 采取综合行动， 以着力避免延

迟退休改革带来的不利影响， 减少社会不满和改革阻力。 一方面， 这些国

家重视构建支持老龄人力资本开发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 再就业技

能培训体系， 以及老年创业咨询与服务体系， 不断提升老龄人口在劳动力

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 在法律法规的层面上不断完善老年劳动者的

权益保障制度， 破除老龄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和潜在风险， 并为延

迟退休专门出台相应的激励性政策。
作为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先驱， 经合组织 （OECD） 国家的延迟退休改革

经过多年发展， 老年劳动者的劳动力参与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2023
年第二季度， 经合组织 （OECD） 成员国 55 ～ 64 岁劳动者的就业率达到了创

纪录的 64%， 比十年前高出近 8 个百分点。 此外， 38 个经合组织 （OECD） 成

员国的养老金资产规模在 2022 年底总计达到所有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总和的 87%。 其中， 丹麦、 冰岛、 加拿大、 瑞士、 荷兰等七国的养

老金资产已超过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作为一种减轻养老保障压力的举措，
延迟退休年龄虽然在短时期内可以减缓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与缓和劳动力市

场供给不足状况，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一政策改革在不同欧洲国家依然

遭遇不同程度的挑战， 也给未来进一步的政策完善埋下了伏笔 （ Hinri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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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此外， 养老金待遇获得、 养老保险缴费时间、 延迟工作的伤害与风

险等各种因素将对不同就业群体产生不同的压力与影响， 政府决策者还需

妥善平衡延迟退休政策的收益与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税制改革

社会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收入和财政能力， 而税收与

社会政策息息相关 （ Collins， Ruane， & Sinfield， 2020）。 对福利国家而言，
税收改革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减税政策通常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

居民收入； 另一方面， 减税也会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并增加财政赤字。 而增

加税收 （尤其是所得税） 的措施， 虽然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 改善公共社

会服务， 但是会削弱投资的动力、 使居民当前收入减少并由此可能引起公

众的不满。 如何平衡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和保持居民或家庭的生活水平是

一个核心议题， 对政府的社会政策也是一个考验。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欧洲各国普遍采取了税收改革的措施， 以保证商业景气和确保个人或家庭

生活水平不至于降低。 近年来， 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背景下， 欧洲

福利国家在刺激经济发展和改革税制方面面临多重挑战， 而人口老龄化和移

民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公共社会开支的税收负担 （ Prammer， 2019；
Rouzet et al. ， 2019）。

自 2016 年起， 经合组织 （ OECD） 连续九年发布 《 税收政策改革：
OECD 成员国及部分伙伴经济体》 年度报告， 持续跟踪并比较成员国及部分

伙伴经济体的税收收入和结构的最新趋势、 税收改革的最新动态。 历年报

告表明， 个人所得税税率下降一直是各国改革的趋势之一， 2019 年全球暴

发的新冠疫情对经济与社会的强烈冲击更是加速了各国的税制改革步伐。
2024 年 9 月， 经合组织 （OECD） 发布 2024 年年度报告， 分析了包括所有

经合组织成员国在内的 90 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的宏观经济状况与税收改革

情况。 该报告显示， 2023 ～ 2024 年， 主要国家和地区面对不确定的宏观经济

前景和持续的结构性挑战， 立足于筹集额外的国内资源， 同时延长或加强

税收减免， 将减轻民生负担与刺激经济增长的改革目标并重 （ OECD，
2024）。 就具体的政策举措而言， 大部分国家的改革集中于以下两方面： 一

方面， 政府进一步保护和扩大国内税基， 实施了提高税率或逐步取消现有

的税收减免政策； 另一方面， 改革还保持或扩大了对家庭的个人所得税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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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临时增值税减免或削减与环境相关的消费税。 其中， 个人所得税削减

仍然是支持经济复苏和保障家庭收入的关键工具之一。 虽然提高个人所得

税免税额度的核心目的在于应对通货膨胀， 但一些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

国家的免税额度增幅超过了通货膨胀率， 因此有效减轻了中低收入家庭的

税收负担， 帮助他们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从全球范围来看， 各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总体上侧重于支持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家庭， 缩窄税基措施的数量继续大大超过拓宽税基措施的数量

（OECD， 2023b、 2024）。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进入 2023 年以来， 随着全

球通货膨胀的消退和劳动力市场的复苏， 针对新冠疫情及随后的高通货膨

胀率而出现的减税改革趋势， 正显露出逐渐减缓或开始逆转的迹象。 在大

多数税种中， 减税和缩窄税基的措施相对减少， 而增税和拓宽税基的举措

增多。 这一变化突出表现在， 各国扩大社会保障税基和提高社会保障税率

的趋势日益增强， 企业所得税税率削减的趋势则日渐消退。 这一新趋势表

明， 在后疫情时代， 大部分国家的税收政策改革逐渐着眼于人口老龄化、
医疗成本上升、 社会保障需求急剧增加、 气候变化的重大威胁等长期的结

构性问题， 不断推动建立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税收制度。 同样， 持续的全

球不确定性也使一些政策制定者在突发性情境中对税收减免或过快提高税

率等举措保持谨慎态度， 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动态调整税收政策。 这也意味

着， 面对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制度需要

兼具可持续性和灵活性， 既能有效支持个人与家庭渡过危急时刻， 又能助

推经济复苏和发展， 并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就学术研究而言， 未来如

何深入认识福利国家的税收改革与再分配效果， 对理解社会政策在变革时

代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FitzRoy and Jin， 2021）。

三　大变革背景下中国社会政策的稳健发展：以社会救助为例

对任何现代国家而言， 社会安全网的建立是国家持续稳定与繁荣的制

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成就， 就是建立了基

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同时普遍建立了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的社会救助制度

（其核心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中国自 2015 年下半年以来开始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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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计划，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精准扶贫的具体帮扶政策和常规的

社会救助制度， 来带动数以千万的贫困人口脱贫， 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要目标， 从第十三个 “五年计划” （2016 ～ 2020 年） 时期开始， 中

国迈向进一步努力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加快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 国有企

业改制进程不断推进。 为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 中国政府采取渐进

主义的改革步骤， 通过发达地区的改革试点， 逐步解决与国有企业下岗与

失业问题相关的职工生活保障问题， 以确保改革进程平稳， 同时维护正常

的社会秩序。 1993 年上海市率先进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探索， 1999

年全国开始在城镇推广覆盖所有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建立了一

个覆盖所有城镇居民的社会安全网， 保障了城镇贫困和低收入家庭的基本

生活需要， 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安抚困难群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于

此， 2007 年国务院下发 《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要求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 稳定、 持久、 有效地

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确保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得

到满足。 鉴于城镇与农村低保都已经达到全面覆盖， 中国通过 《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 等中央政令， 对低保开展

系统性整顿， 推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残补型向普惠型的方向转变。 经过

约 30 年的发展，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趋于稳定， 并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

主要表现为规章制度日渐完备、 运行机制不断健全、 社会效益日益凸显

（韩克庆， 2015； 杨立雄， 2024）。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 “最后一道安全

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覆盖人数最多、 最重要的社会救助制度， 在

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上发挥着重要的兜底作用， 已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保障的基础性制度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最低生活保障领取人数， 从 2007 年的 5838. 4 万

人， 增长到 2011 年的最大值 7582. 5 万人， 之后开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从

图 1 可以直观地看出， 城乡低保制度全面建立之初， 在 “应保尽保” 等政

策方针的引导下， 制度覆盖率呈逐年增长趋势， 并一度超过 5%， 经过一段

调整期后开始持续下降。 即使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与国际局势动荡导致低

收入家庭受到严重冲击、 中等收入群体就业不稳定性加剧的背景下， 全国

·31·

共享繁荣与美好生活：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理论思考



低保覆盖率仍从 2019 年底的 3. 06%下降至 2022 年底的 2. 86%。 大体来看，
2018 年以来最低生活保障领取人数稳定在 4000 万～ 5000 万人， 这也意味着

低保制度应对城乡贫困的阶段性目标初步达成。

图 1 2007 年至 2023 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领取人数及覆盖率

说明： 全国低保覆盖率由城乡低保领取人数除以全国总人口数算得。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年度数据。

不过， 最低生活保障规模和覆盖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的现象仍引起了

学界的高度关注。 回顾现有研究文献， 关于该现象的解释有以下两种观点

在学界较为凸显： 第一种认为是由社会救助制度的结构所导致， 包括央地

社会救助责任分工不当 （杨立雄， 2021）、 社会救助受益水平降低或社会救

助标准设置过低 （戴建兵、 曹艳春， 2012； 王宁等， 2016； 姚建平， 2021）；
第二种认为是由政策执行趋严和执行偏差所致， 包括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

制度所导致的政策执行趋于刚性化 （关信平， 2019）， 以及在反腐压力渐次

加大下低保规范管理、 动态管理不断强化 （岳经纶、 胡项连， 2018） 等。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 我国低保受助对象持续减少是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共

同作用的结果 （杨立雄、 杨兰， 2022）。 一方面， 低保救助政策的发展仍滞

后于我国贫困形式所发生的变化， 建立在绝对贫困基础上的低保制度未能

有效捕捉和满足相对贫困下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救助需求； 另一方面， 尽管

中央明确提出推动低保提标扩围要求且中央财政持续增加救助资金投入，
但基层政策执行者面对执行成本增加、 执行资源与能力不足、 执行风险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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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多重压力， 往往倾向于 “积极清退与消极纳保” （王强， 2023）， 从而

进一步加剧了低保受助对象人数逐渐减少。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如期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 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了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的远景目标， 要求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

宏观经济社会背景以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低保制度也面临

着发展方向的新选择。 着眼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我国低保救助

政策也进行了重新定位， 从原来为经济体制改革而配套及为脱贫攻坚而兜

底转向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分配。 这意味着其在新发展阶段的重点任务是深

化城乡统筹， 加快实现城乡低保一体化发展， 推动形成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的长效机制， 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因此， 进入新时代， 中国针

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改革集中表现在加快推动低保制度城乡统筹和强化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两个方面。

1. 推动低保制度城乡统筹

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之初， 全国各地保障标准较低。 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以及国家对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日益重视， 保障标准不断根据

当地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而适时动态提高。 但是， 由

于城乡低保制度发展缘起的历史背景各异， 制度运行长期以来相互分离，

且城乡经济形态、 收入水平、 消费水平和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都存在较大

差距， 城乡低保在审核认定、 保障范围、 保障标准、 资金筹集管理与发放、

服务管理等不同环节长期处于二元状态。 低保制度的城乡分割， 是我国长

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缩影。 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发展的

社会保障制度， 把最低生活保障作为我国一项保民生、 托底线、 事关困难

群众衣食冷暖的基础性社会救助制度， 推动实现城乡统筹已迫在眉睫。

2011 年， 民政部、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国家统计局等部委联合下发

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和调整工作的指导意

见》， 强调各地在制定、 调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 可以采用消费支出

比例法、 恩格尔系数法或基本生活费用支出法。 尽管这一文件明确在政策

层面统一了计算方法， 但低保调整时间、 调整幅度、 调整程序等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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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仍由各地自行确定。 2012 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

障工作的意见》 提出， 省级政府要研究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相对统一的区域低

保标准，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区域差距。 2014 年施行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规定，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按

照当地居民生活必需的费用确定、 公布并适时调整， 文件中未再提及城乡区

别。 2014 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的出台， 标志

着我国户籍制度的系统性、 根本性变革， 为消除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整合的

制度障碍提供了新的契机， 也加快了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步伐。
自党的十九大确定了 “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 的目标， “统筹完善” 成为我国近年来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发展的基本思

路， 全国范围的低保城乡一体化进程也明显加快。 2020 年， 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 再次提出，

要推进社会救助制度城乡统筹， 加快实现城乡救助服务均等化， 加大农村

社会救助投入，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并对低保对象的审核确认提出了新的

要求。 作为对中央政策和文件精神的回应， 2021 年民政部印发 《最低生活

保障审核确认办法》 时， 删除了有关城市低保、 农村低保的概念， 所有规

定不再区分城乡， 而是统一规范为 “最低生活保障”。 虽然删除 “城市低

保” 概念和 “农村低保” 概念并不等于完全弥合了两者的差异， 但是这种

统一规范依然富有现实意义， 因为上述政策变革为低保城乡统筹规范化发

展提供了制度支撑， 是推动统筹城乡低保制度整合的重要一步。 除了审核

确认办法取消城乡差别外， 政府部门逐步在实践中打破低保申请的户籍限

制， 这一举措则是另一项加快推进低保制度城乡统筹的重要步骤。 在 《最

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 颁布之前， 户籍是认定低保对象的基本条件。
由于各地发展不均衡， 不同地区的低保标准、 审核认定程序存在差异， 户

籍的限定因素不仅增加了低保申请难度， 也可能使低保对象获得的低保救

助无法满足居住地的最低生活需要。 而最新的低保审核确认办法明确规定，
可以由户籍地和常住地一致的成员向其户籍地申请低保， 如果所有成员的

户籍地都和常住地不一致， 则可以向家庭中任意一名成员的户籍地申请低

保， 低保资格确认和资金发放由受理地负责。 随着取消户籍城乡二元制、

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等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附着在户籍之上因身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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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地域差别而来的差别待遇都将逐渐得到改变。

着力破解低保标准城乡二元、 区域差异带来的 “救助不平衡、 不充分”

难题， 建设更加公平、 可持续的社会救助制度，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

求。 目前， 我国城乡低保在制度体系、 申请与审核确认程序、 日常管理等

方面， 已经基本实现城乡统一。 不过， 由于低保仍是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

并非全国统一标准， 依然存在地方和城乡差异。 在公平待遇层面， 目前全

国大多数省份的城乡低保保障标准仍存在较大差距， 但有些省份相继实现

了低保标准统一， 且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资金支出水平也逐步缩小， 城乡

低保制度一体化发展已初见成效。 例如， 北京、 上海、 南京、 杭州、 长沙

在 2015 年已全部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 浙江、 江苏、 福建等发达省份

更是通过积极推动县域整合、 市级类型区统筹、 省级一体化三个阶段逐步

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的整合。 2018 年 7 月， 浙江省宣布率先

在全国全面实现县 （市、 区） 域范围内低保标准城乡一体化， 并在 2022 年

12 月宣布全省全面实现了 11 个设区市低保标准市域同标， 且地区差距不断

缩小， 各市低保标准均已实现每人每月超过 1000 元①； 2020 年 7 月， 江苏

省宣布全省 13 个设区市全部完成了新一轮低保标准提标工作， 各地全面实

现了以设区市为单位的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②。 与此同时， 一些欠发达地区

也积极行动， 如贵州省在 2022 年 4 月已推动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覆盖

贵阳市 10 个区 （市、 县） 和贵安新区③。

2. 强化分层分类社会救助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我国兜底保障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明显变

化。 贫困形态转变、 新冠疫情、 社会流动常态化等重大冲击对社会救助体

系提出了严峻挑战， 兜底需求从基本保障向社会服务延伸。 因此， 兜底需

求从基本保障向社会服务延伸， 社会救助体系的目标亟须改变， 要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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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率先实现低保市域同标 11 个设区市低保标准首次全部突破每月 1000 元》， 《浙江日

报》， 2022 年 12 月 2 日， http： / / zjrb. zjol. com. cn / html / 2022 - 12 / 02 / content _3607554. htm？
div = -1。
《江苏新一轮 “低保” 提标完成， 两市首 “破千”》， 新华报业网， 2020 年 7 月 30 日， ht-
tp： / / jres2023. xhby. net / js / jj / 202007 / t20200730_6750399. shtml。
《贵阳贵安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 《贵州日报》， 2022 年 5 月 3 日， https： / /
www. gywb. cn / pages / web / 2022 / 05 / 03 / 8d518347ab25457987eeca0ea95011b7. html。



绝对贫困的制度安排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工具， 要通过高质量社会

救助体系建设使之成为低收入群体生活品质和福祉水平的重要手段 （张浩

淼， 2024）。
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背景下， 国家高度重视

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更高期待， 提出了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的具体目标。 由

此，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成为新时代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重要

方向 （韩克庆等， 2022）， 一系列相关文件陆续出台。 其中， 《关于改革完

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 明确了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重点任

务， 要求 “用 2 年左右时间， 健全分层分类、 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

助体系， 在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 强调构建综合救助格

局、 打造多层次救助体系、 创新社会救助方式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困难家庭和人员提供有针

对性的、 差异化的救助帮扶， 目的是形成分层次的梯度救助格局。 2023 年

10 月， 为了加大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力度， 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

安全网，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单位 《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 该文件细化规范了对象分层、 内容分

类、 动态监测、 综合救助的机制， 明确了低收入人口范围， 要求各地民政

部门在强化监测预警的基础上， 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基本生活救助、 专项救

助、 急难救助等工作。 为落实这一部署， 各级民政部门牵头， 重点围绕健

全城乡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防止返贫监测融合机制、 按需定策为特殊困

难群体提供服务类社会救助等领域积极探索和实践。
根据民政部举行的 2024 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截至 2024 年 5

月， 全国已有 19 个省份出台配套文件或落实措施， 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平台监测对象达到 8015 万人。① 这些低收入人口根据困难程度分为低保

对象、 特困人员、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低保边缘家庭成员、 刚性支出困难

家庭成员及其他困难人员。 过去，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能导致低保对象

“福利叠加效应” 和贫困边缘群体 “福利悬崖效应” （郭忠兴， 2023），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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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社会救助效能。 而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是为了构建一个机会均

等化、 力度梯度化的社会救助格局， 实现社会救助从 “悬崖” 到 “缓坡”
的转变， 进而实现救助的公平、 精准和高效， 助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

裕 （张浩淼、 谭洪， 2023）。 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的信息支持下， 相

关职能部门能够充分了解掌握低收入人口的多样化需求， 继而按照困难的

程度、 类型和救助的内容， 有效整合各类救助资源， 分层分类提供相应的

常态化救助帮扶， 包括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以及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 就业救助、 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救助。 毫无疑问，
这将使救助帮扶措施更具针对性、 精准性， 使救助范围进一步扩大， 推动

系统地建立起多层次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 让兜底保障安全网

扎得更密实更牢靠 （林闽钢， 2023、 2024）。 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 全国保

障低保对象 4024 万人， 保障特困人员 471 万人， 实施临时救助 544 万人次，
全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等各类临时遇困群众 70. 6 万人次。① 2023 年， 全国

纳入监测范围农村低收入人口参保率稳定在 99%以上。 各项医保综合帮扶

政策惠及农村低收入人口就医 1. 86 亿人次， 减轻农村低收入人口医疗费用

负担达 1883. 5 亿元。②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

程， 也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议题。 因此， “共同富裕” 可以视为一种新的、 正

在形成中的政策范式， 致力于将 “个体贫困” 转变为一个公共政策议题，
继而不断引入新的解决思路与政策工具以回应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 （王春

光、 单丽卿， 2023）。 毫无疑问，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征途中， 促进低收入群

体的收入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目标与任务， 而

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提高其收入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面向共同富裕， 我国仍需进一步完善发展型、 适应性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制度 （杨穗、 赵小漫， 2022）， 突出社会保障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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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民政力量———2023 年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综述》，
《中国社会报》， 2024 年 1 月 14 日， https： / / www. mca. gov. cn / n1288 / n1290 / n1316 / c1662004
999979997208 / content. html。
参见国家医疗保障局 《2023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 / / www. nhsa. gov.
cn / art / 2024 / 7 / 25 / art_7_13340. html。



成果的功能， 不断缩小社会保障在城乡、 区域和群体等方面的差距， 并促

进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效能。 从长远来看， 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中现金救助

应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普惠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现金支持， 减少甚至消除政

策的区域和人群歧视， 实现包容性的社会保护功能。

四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与美好生活的

社会政策创新发展

2024 年 7 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 明确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和进

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与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是未来的主要任

务。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因此，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主要内容， 也是强国富民的核心结果。 与此同时， 社会政策作为增

进民生福祉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手段， 在现代社会是实现共享繁荣的重

要机制。 在中国，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发展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就是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逐步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 经济与

文化需要方面的城乡不平衡、 区域制度差异、 阶层差距和区域不平等问题。

而要做到这一点， 仅仅靠发展经济或者通过经济增长是远远不够的 （人类

既有的长期经验证明经济增长不会导致普遍的公共福祉增加或者共富， 相

反它往往只是使少部分人获利）， 关键是要在促进经济发展基础上， 通过福

利体制构建和社会政策的创新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与大众的美好生活目标。

1. 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政府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提出国家现代化发

展的目标和蓝图规划， 在 70 年代逐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政策方向。 1978 年

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无疑是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发展例证。 21 世纪

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国家的现代化

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

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最本质的区别是， 后者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

无法解决现代化与共同富裕之间的矛盾。 因此，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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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 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 选择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实现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因此， 实现共同富裕是下一阶段中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 它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并行

一致。 为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给出了自身的答案： 问题

导向、 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制度优势、 注重整体性与协调性以及

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
从理论上说， 共同富裕既不是均富， 也不是同步达到， 更不是劫富济

贫。 本质上，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受益， 在

就业机会、 收入、 健康、 社会及政治参与等多个维度上的水平都得到显著

提升。 因此， 中国人民追求的共同富裕应该包含下列内容： 第一， 公民自

由和有尊严地生活， 家庭或个人可支配收入逐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
人人享有基本的和有质量保证的公共服务； 第三， 发展出更先进与更文明

的政治制度； 第四， 生态与社会和谐。 由此可见， 实现共同富裕绝不是一

蹴而就的任务， 而是需要在一定时期内解决制度建设、 政策实施和公共服

务安排等诸多问题。 有学者指出， 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 就需要在经济-社

会领域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它涉及更为关键的有关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

核心的制度安排与政策统筹： 活跃的创新力、 升级的产业、 公正的财税、

有效覆盖的社会服务以及可见的社会流动。 同时， 社会治理既是一种理念，
也是一种制度安排。 作为一种共同体， 社会治理强调的是让多方主体协作

互动，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需有效整合各种治理机制， 使治理效果相得益

彰 （顾昕， 2023）。 在实践中，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手段主要是两方

面： 一是通过有效的社会政策干预， 强化社会团结， 促进社会关系和谐有

序； 二是通过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 不断加强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

的保障， 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伦理目标。

近年来， 中国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协同环境保护的过程中， 一直注

重加大社会政策的实施力度， 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

全感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 同时， 中国政府提出实施社会政策的主要策略

是破除瓶颈、 补齐短板， 打通惠民、 利民和便民的难点与堵点。 上述政策

在提高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水平、 改善居民人居环境、 提升居民就医就学的

可及性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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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当前也面临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和新任务， 那就是要在政策目标、
政策内容和政策手段等方面做出新的制度安排。 从问题界定、 民生福祉需

求， 到资源筹措、 组织机制和政策实施， 都需要做通盘考虑和基于现实的

调查研究， 锚定关键问题， 用好手中资源， 尽最大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

活质量， 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美好生活与社会政策的创新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而共同富裕则是实现全体人民美

好生活向往的前提保证。 社会政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 满足公民福祉需要

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核心手段， 是在确保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础上， 再通过

更高水平的普惠教育与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目标。 在现

代国家， 共同富裕的目标自然会导向一个好社会 （the Good Society） 或者美

好社会 （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 除了要具备经济基础

外， 还需要社会政策的有效干预。 人类的生活主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

面， 它们是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 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内

容。 “美好生活” 既可以指一个人舒适愉悦的生活状态， 也可以指一个群体

乃至社会所有人的福祉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 而在现实社会里， “美好生

活” 经常与幸福感和主观福祉 （ subjective well-being） 联系在一起。 尽管在

不同的社会与文化里， 人们对 “美好生活” 的界定可能不同， 但是最终的

目标大致一样 （物质与精神的极大满足）。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 只有极少数发达国家实现了 “美好生活” 的蓝图，
这一结果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体现， 也是国家长期实施社会政策试图缩小

社会差距和促进社会流动的结果。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
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是通过公民美好生活实现的情况来体现的。

在实践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采用了一个关键的指标来

测量和评价各个国家的共享繁荣发展的水平， 即 “美好生活指数” （the Bet-

ter Life Index， BLI）， 它被用于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公民福祉的状态。 这一

指数包括： 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就业、 教育、 健康、 环境质量、 住房、
社会支持、 公共服务与社区参与、 生活满意度、 安全和工作-生活平衡。 无

论是什么社会， 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都是促使所有公民享有美好生活， 并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限度地自由参与、 发挥能动性， 实现自我价值。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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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既是个人的追求， 也是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 “美好生活” 可以是一

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与追求， 也可以是社群努力实现的一种生活状态与

方式， 还可以是国家主导下发展模式的一种结果。 无论是经济发展， 还是

社会发展， 最终都是使人在更大程度上获得自由。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阿玛蒂亚·森 （2013） 在 《以自由看待发展》 中提出的， 人的实质自

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 其中发展公民的工具性自由是非常重要

的， 包括政治自由、 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 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

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核心策略或手段， 社会政策对现代国家实现共享

繁荣、 促进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必不可少。 在大变革时代， 作为社会

科学研究者应该认真思考，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政策创新的政策范式

与实践途径。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社会政策范式

绝不可能照搬西方福利国家模式， 也绝不可能跌入所谓的 “福利主义陷

阱”， 因为中国不具备跌入这种陷阱的文化伦理与政治经济条件， 这不仅是

由于文化传统与政党制度的差异， 也是由于中国在发展中所拥有的社会时

间的特殊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因此应该采取更

为贴近自身社会环境与政治经济体制的政策发展理念与策略。 在促进共同

富裕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依然要注重下列一些关键领

域和重点方向以着力推进社会政策的决策与实施： 确保家庭或个人的基本

收入安全、 增强就业激活机制、 建立健全儿童福利与维持老年人照顾质量

的长效机制。 哈佛大学教授彼得·霍尔 （Hall， 1993） 在一篇经典的论文中

指出， 政策不应该视为社会力量单纯向国家施压并促使其做出改变的过程，
而应将国家自身视作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 根据外部环境与要求通

过社会学习来完善政策知识体系与优化行动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 国家

的能动性并不完全是社会赋予的， 也可以是外部环境与内在学习动力所创

造的， 这一观点促使了国家自主性学说在某种程度上的复活， 也使得研究

者需要重新认识政治、 政府权力以及决策行为与方式等。 作为一个发展中

的大国，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的

政策改革。 由经济改革引发的社会改革， 大多数是与人口流动相关的市民

权 （比如户籍和身份） 和社会保障权 （如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这些在社会

领域实施的改革政策， 也基本上属于社会政策改革。 因此， 可以说中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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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起就开始了全世界范围内涉及人口最多和影响面最广的社会政策

试验。 比起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改革， 中国的社会政策试验具有自身

显著的特点， 比如以地方主义和渐进主义为主的政策实践和较长的时间跨

域度 （熊跃根， 2023）。 最近有学者提出， 中国政府的政策试验在实践中也

是一种地方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工具。 同时， 基于这种政策试验， 中国政府

可以一方面有效传导公众的福利责任， 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大众对政府的信

任度 （Zhu and Wang， 2024）。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俄乌冲突和全球经济

政治的不确定性， 在世界范围内，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面临更

大的挑战， 国家间制度与发展模式的竞争， 仍然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发展

进程中一个主要的角力场。 伴随当代科学技术、 电子与信息产业的升级以

及智能通信手段的普及化， 国与国之间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竞争， 是制度

竞争和价值观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 从传统的纸媒和电视媒体转向了网络

与智能通信设备， 而国家间社会模式优劣的竞争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赛场。

换句话说， 国家间竞争不再依靠宣传与权力恫吓产生的敬畏， 而是公民对

国家所倡导的权利平等与公正的理念与实践的政治哲学是否心悦诚服。 正

如 20 世纪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 （ Hans Morgenthau） 曾指出的：

“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巧和武装力量的强大， 而且依赖于它的政

治哲学、 政治体制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 （摩根索等， 2012：

220） 一个国家只有从制度上真正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人民过上

平安而富足的生活， 才真正称得上一个有影响力的强国。 中国在未来应建

立适合自己国情的福利制度，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社会政策创新无疑任重

道远。

五　结论与讨论

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是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而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 离不开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进而更

高质量地提高全体人民的安全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 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

具有高度文明和全方位发展的发达国家。 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除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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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与经济繁荣， 社会政策也必不可少。 同时， 持续有力推进社会政策的

实施， 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核心手段。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和 2022 年春开始的俄乌冲突， 在很大程度上重创并

重塑了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缘政治生态。 对中

国而言， 最重要的是在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时代里， 努力把自己的事

情做好， 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 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在疫情防控期间， 中

国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 2020 年， 中国经济

仍然保持了 2. 2%的增长率， 2021 年快速上升到 8. 4%， 2022 年保持了 3. 0%

的增长率。① 疫情结束后，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2023 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5. 2%。② 然而， 我们必须看到，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 尤其是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 欧盟经济复苏疲软和美国大选引发社会撕裂的情形， 依然影响

着世界政治格局与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 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 贸易保护

主义和泛滥的民粹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外贸进出口与经济复苏发展都带来很

大的压力与挑战。 2025 年中国将进入 “十四五” 规划结束之年， 并迎来新

的发展阶段。 从 2025 年到 2050 年， 即 21 世纪中叶， 正好四分之一世纪

（25 年）， 对中国而言也是发展与复兴的关键阶段。 对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

会学家来说， 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 重要的任务或责任不仅仅是解释世

界， 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2017）。 换句

话说， 社会科学的伦理责任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发展做出切实的努力， 不仅

仅是通过语言或辞藻的分享， 还要通过有效的社会行动来促进社会变迁。 社

会学不应单纯地将价值中立作为护身法宝， 而是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对促进社

会变迁所承担的责任 （Deutscher， 1966）。

在一切形态的现代社会里， 政治的终极目标都应是以实现人民幸福生

活为目标。 现代福利国家尽管存在不少局限与漏洞， 但它依然是通过民主

的方式， 最大可能满足大多数人的生活需要， 无论采取哪一种政治制度，

最大可能满足大多数人的生活需要， 增强大众的生活满足感都是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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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 / / www. stats. gov. cn /
sj / zxfb / 202402 / t20240228_1947915. html。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 / / www. stats. gov. cn /
sj / zxfb / 202402 / t20240228_1947915. html。



的核心目标。 瑞典学者 R. 罗斯坦曾指出， 普惠的倾向于平等的福利国家在

建立社会团结、 减少腐败与增强社会信任等诸多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Rothstein， 2010）。 作为国家能力建设与文明塑造的一种重要机制， 社会政

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政治， 也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政府、 市场、 市民社会和公民个人都应发挥应有的自

主性和能动性， 从而实现和谐繁荣与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 长期以来，
就社会政策的范畴和任务来说， 人们过多强调和注重国家或政府的主体责

任与权力， 较少论及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功能。 本课题研究者认为， 对建设

一个美好社会的远大目标而言， 市场的活力与功效、 市民社会的积极参与

以及公民个人的能动性都必不可少。 纵观人类历史， 毫无疑问， 推动社会

变革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 正如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 美国社会学

会前会长兰德尔·科林斯曾指出的那样，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文明以

来， 似乎人们很难漠视市场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在社会变革进程中的重要性

（Collins， 1990）。 因此， 对现代国家而言， 保护并促进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与环境， 充分认识市场的非经济性和社会性， 对构建一个和谐与充满活力

的社会异常关键， 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干预要谨慎和有高度选择性。
基于上述讨论， 研究者认为， 我们应从当前认真研究和规划未来 25 年

内甚至更长时间内， 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方向与重要领域， 绘制中国版的

福利路线图。 对福利国家研究者而言， 今天我们既要警惕对这一人类制度

设计的过度幻想， 也要避免对这一制度的 “污名化”。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

者， 我们同样要充分认识到， 科学研究的宗旨不是价值观引导的判断， 而

是基于事实的客观论证。 从这一意义上说， 就像德裔美国学者阿尔伯特·

O. 赫希曼 （Albert O. Hirschman） 2015 年在其著作中指出的那样， 我们在社

会政策或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对话中， 研究者们并不是要解决思想上的分

歧， 而是努力提升自身的论证水平 （赫希曼， 2015： 122）。 新冠疫情大流

行期间和后疫情时代里， 欧洲与北美一些国家涌现的新社会运动， 也充分

展现了 “民主” 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正如约瑟夫·熊彼特 （ Joseph

A. Schumpeter） 在其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 一书中所言， “民主”
经常成为一种政治手段， 而一旦丧失了确保经济效能与社会整合的治理能

力， 创造性与毁灭性将同在。 可以说， 这也是我们今天广泛认识到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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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而社会保险作为一种社会决策， 迄今为止大多数国

家都已意识到保险制度自身带来的可预期后果， 但是挑战的是人们要应对

尚不可知的和未能实现的结果。 同样， 人们不能只选择资本主义的生产体

制和市场机制， 而自动过滤掉由其产生的个体化与社会分化， 这是未来的

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政策改革需要面对的效率与合法性的张力关系。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亚洲国家， 文化上的抗逆力

（resilience） 使这个国家和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秉性、 豁达乐观和潜在活力，
这一点被很多西方国家和普通人所忽视。 中国人过去相信， 今天乃至未来

依然相信， 人的命运靠自己主宰， 人的生活需要通过每一个人自身的努力

和奋斗去创造， 人与人的关系的维系对生活质量也至关重要。 家庭对个人

很重要， 同时没有国家的强大， 个人和家庭都难以为继。 这就是为什么中

国相信国家能力首先是要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做好，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坚

持和平与发展， 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最终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美

好生活， 而社会保障制度是关键的目标之一。 就社会政策未来发展重点方

向来说， 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和促进年轻人就业的社会政策应作为重中之

重， 而养老服务的发展应充分调动社会力量， 发展多元和人性化的社会服

务提供模式， 进而促进代际社会团结， 也可以缓和人口生育率的持续走低

和家庭功能进一步弱化的问题。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促进社会政策的高

质量发展进程中， 社会科学研究者将面临众多的议题和更多的挑战。 社会

政策的中国道路如何开辟？ 民生福祉制度的中国蓝图如何绘制和实现？ 社

会改革的深化进路在哪里？ 正如德国著名数学家戴维·希尔伯特 （ David
Hilbert） 铭刻在墓碑上的那句话：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终将知道！” （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无论是社会体制， 还是社会政策， 最终

的创新来自知识和制度。 基于此，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社会政策创新

必须从知识更新与制度创新出发， 更进一步讲， 从核心的观念变革与制度

（福利的生产与分配） 创新入手， 冲破思想 （公私二分法的局限） 的樊篱，
打破既有的制度牢笼， 从技术迭代更新 （比如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 上做

突破， 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超越传统的雇佣关系） 上做新文章， 中

国式现代化与富民强国才会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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